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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省际面板数据，采用耦合协调模型和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对中国数字经济与制造业融合发展水平进

行综合测度并识别其空间特征，并运用Dagum基尼系数及其分解和核密度估计进一步探析中国数字经济

与制造业融合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情况与动态演进规律。结果表明：2015~2020年中国数字经济与制造

业融合发展水平逐年上升，区域格局呈现由东向西的“高–中–低”梯度分布，空间集聚特征显著；区

域总体差异在考察期内有所减缓，区域间差异是造成其空间分异的主要来源；各区域的动态演进特征差

异较大，中西部及东北地区存在明显的两极分化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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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provincial panel data, this paper uses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model and explo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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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ry spatial data analysis to comprehensively measure and identify the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of 
China’s digital economy and manufacturing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level, and further analyzes 
the regional differences and dynamic evolution laws of China’s digital economy and manufacturing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level by using Dagum Gini coefficient and its decomposition and kernel 
density estimation.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level of China’s digital 
economy and manufacturing industry has increased year by year from 2015 to 2020, and the re-
gional pattern shows a gradient distribution of “high-medium-low” from east to west, with signifi-
cant spatial agglomeration characteristics; the overall regional differences have slowed down 
during the investigation period, and inter-regional differences are the main source of their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dynamic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dif-
ferent regions, and there is a clear polarization phenomenon in the central, western, and nor-
theastern reg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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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当今时代，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和云计算等现代化数字技术不断向国民经济活动进行渗透，

随之带来的爆发式数字经济正在推动新一轮技术创新和产业变革。作为融合型的新兴经济形态，数字经

济在优化资源配置，提升生产效率、助力产业转型升级方面的重要作用日益凸显，为中国经济持续健康

发展和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提供全新动能和可行路径[1]。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加快发展

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2]。制造业乃实体经济的重要根基，与数字经济的融合发

展是破解中国制造业资源利用效率不高、自主创新能力不足，关键技术受制于国外等诸多发展掣肘的重

要举措，有助于推动中国制造业现代化，重构国际竞争新优势，实现制造强国战略目标[3]。近年来，中

国及各地方政府积极顺应数字经济时代浪潮，相继出台多项政策，上下联动大力推进数字经济与制造业

融合发展，然而由于各地在经济实力、产业基础和发展条件等方面存在一定差异，政策的实施成效也各

有不同。在此背景下，明晰中国数字经济与制造业融合发展态势，把握两者融合的空间格局与区域差异，

并揭示其动态演进规律对于贯彻区域协调发展理念，促进各地区数字经济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具有一定

的现实意义。 
学术界对于数字经济与制造业两者关系的研究主要围绕以下两方面展开：一是数字经济驱动制造业

转型升级的内在机理、影响因素与实现路径。例如，谢靖(2022)，杜传忠(2021)等从不同角度探究了数字

经济对制造业产品出口质量和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作用机制和影响效应，其研究结果均为显著的正向影响

[4] [5]；黄赜琳等(2022)实证分析发现数字经济能够有效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且技术创新与人力资本发

挥了重要的调节作用[6]；焦勇(2020)认为应该以数据驱动、创新驱动、需求驱动和供给驱动四轮驱动战

略为指导，推动数字经济赋能制造业转型[7]；孔存玉等(2021)分析了中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三重”

困境，基于战略管理的相关理论，提出从动态能力提升路径、双元融合路径、多主体协同路径和开放共

享路径推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8]。二是数字经济与制造业融合发展的水平测度与路径策略。其中，周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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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2021)，傅为忠等(2021)从不同视角测算了长三角区域数字经济与制造业融合发展水平，分析了影响两

者融合程度的因素与障碍[9] [10]；武晓婷等(2022)基于投入产出模型对数字经济产业与各类制造业的融

合进行测度，并对其融合互动效应进行分析[11]，此外还对二者融合的总体特征和行业特征有进一步研究

[12]；赵放等(2022)则选用灰色关联分析法对中国 31 个省市区数字经济与制造业融合水平进行测度，结

果分析发现各地区的融合发展程度差异鲜明[13]；阳立高等(2023)研究发现，中国数字经济与制造业相互

作用较强，匹配程度高，但尚处在中度融合阶段，仍具有较大的融合发展空间[14]；史宇鹏(2021)阐述了

数字经济与制造业融合发展的意义与关键，从产品层面、技术层面和组织层面提出两者融合发展的具体

路径[3]。 
综上所述，目前对于数字经济与制造业融合关系，学者们展开了较为丰富的探讨，但仍存在拓展的

空间：一是现有文献多是依据数字经济与制造业融合发展水平测度数据进行描述性分析，鲜有学者从空

间视角关注两者融合的分布格局和集聚效应；二是区域差异一直存在于两者融合发展过程中，但从量化

分析研究中国数字经济与制造业融合发展的区域差异及演变规律捉襟见肘。为充实现有研究，本文选择

中国 31 个省市区作为研究对象，在构建数字经济与制造业发展水平评价体系的基础上，采用耦合协调度

模型和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综合测度中国数字经济与制造业融合发展水平，识别其空间特征；其次利用

Dagum 基尼系数及分解和核密度估计探究两者融合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情况和动态演进趋势，以期为中

国未来数字经济与制造业融合发展和区域协调发展提供一定的政策依据。 

2. 指标体系、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1. 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本文构建数字经济与制造业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如表 1 所示，并选取熵值法客观测度数字经济与

制造业两者发展水平，因方法较为成熟，详细计算步骤可参考杨丽等(2015)研究[15]，文中不在赘述。 
具体而言，数字经济持续健康发展需要高速、稳定、安全的数字基础设施作为基石，大规模、高质

量的数字产业作为主要载体，丰富的数字创新成果与应用作为关键支撑，优良的数字环境作为重要保障。

鉴于此，本文在现有相关研究[16] [17]的基础上，从数字基础、数字产业、数字创新、数字环境四个维度

综合评价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同时，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是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以提高制造业供给体

系质量、更好满足消费升级需求为目标，以提高效率效益为根本要求，以创新为根本动力，优质高效、

平衡协调和可持续的发展[18]。多数学者从高质量发展内涵出发，以经济效益为首要维度，将创新、协调、

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体现在构建指标体系中，尽可能全面地对制造业发展水平进行评价[19] [20] 
[21]。借鉴此类研究，本文从经济效益、产业创新、绿色发展、开放合作四个维度综合测度制造业发展水平。 
 
Table 1.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for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digital economy and manufacturing industry 
表 1. 数字经济与制造业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系统层 维度层 指标层 指标说明 单位 属性 

数字经济发

展水平 

数字基础 

固定端设施基础 
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 万个 + 

长途光缆线路长度 公里 + 

移动端设施基础 
移动电话交换机容量 万户 + 

移动电话普及率 % + 

数字产业 市场规模 

电信业务总量 亿元 + 

软件业务收入 亿元 + 

网上零售总额 亿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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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数字经济发

展水平 

数字产业 电子商务 

电子商务销售额 亿元 + 

电子商务采购额 亿元 + 

电子商务交易活动企业数比重 % + 

数字创新 

创新投入 
R&D 人员全时当量 人年 + 

R&D 经费 万元 + 

创新产出 
发明型专利申请/ 

规模以上企业申请专利 
% + 

技术市场成交额 万元 + 

数字环境 

智力支持 
每十万人口中接受高等 
教育的在校生人数 人 + 

研究生毕业人数 人 + 

数字应用 
每百家企业拥有网站数 个 + 

每百人使用计算机台数 个 + 

制造业 
发展水平 

经济效益 

全员劳动生产率 工业增加值/全部职工平均人数 万元/人 + 

销售利润率 营业利润总额/主营业务收入 % + 

工业比重 工业增加值/GDP % + 

高技术(制造业)占比 高技术制造业主营业务收入/ 
主营业务收入 

% + 

产业创新 

创新投入能力 
企业 R&D 经费内部支出/ 

主营业务收入 
% + 

工业新产品经费支出/主营业务收入 % + 

创新产出能力 
企业发明专利项数/专利申请总量 % + 

工业新产品销售收入/主营业务收入 % + 

创新质量水平 产品质量合格率 % + 

绿色发展 
固体废物处理利用率 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量/ 

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 
% + 

能源消耗 能源消耗总量/工业增加值 吨标准煤/
万元 

- 

开放合作 
外贸开放度 进出口总额/GDP % + 

外资开放度 外商直接投资总额/GDP % + 

2.2. 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教育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国高技术

产业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以及各省历年统计年鉴。因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数据缺失，故

以 2015~2020 年中国 31 个省市区面板数据为依据进行测度分析。对于指标中的缺失数据，采用线性插值

法获得。 

2.3. 研究方法 

2.3.1. 耦合协调模型 
耦合协调模型可以深入探索多个子系统之间的复杂联系，进而更好地分析和评价系统整体[22]。本文

将数字经济与制造业视为两个子系统，计算两者的协调发展度，以此反映两者的融合发展水平。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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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max iU U= ，具体模型如下： 

( ) ( )2 1 1
2 1 2 1

2 2

1 1U UC U U U U
U U

   = − − = − −   
                      (1) 

1 1 2 2 1 2,  1T a U a U a a= + + =                                (2) 

D CT=                                        (3) 

其中，C 表示耦合度，T 为综合协调系数， 1U 和 2U 分别表示数字经济与制造业发展水平，D 表示数字经

济与制造业融合发展水平。由于两个子系统的重要性一致，本文设调节系数 1 2 0.5a a= = 。参考现有学者

研究[23] [24]，依据 D 值大小，将其划分为 4 个融合阶段和 10 种融合等级，如表 2 所示。 
 

Table 2. Classification of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level of digital economy 
and manufacturing industry 
表 2. 数字经济与制造业融合发展水平的等级划分 

区间 融合阶段 区间 融合等级 

[0, 0.3) 低水平融合阶段 

[0, 0.1) 极度失调 

[0.1, 0.2) 严重失调 

[0.2, 0.3) 中度失调 

[0.3, 0.5) 拮抗阶段 
[0.3, 0.4) 轻度失调 

[0.4, 0.5) 濒临失调 

[0.5, 0.8) 磨合阶段 

[0.5, 0.6) 勉强协调 

[0.6, 0.7) 初级协调 

[0.7, 0.8) 中级协调 

[0.8, 1] 高水平融合阶段 
[0.8, 0.9) 良好协调 

[0.9, 1] 优质协调 

2.3.2. 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 
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SDA)可以检验某一特定点的观测值是否与其他点有着密切的联系，常用于研

究经济社会发展某一现象的空间关联特征和集聚状态。本文运用主流的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中国数字经

济与制造业融合发展水平的空间关联特征，一般用全局莫兰指数来度量，具体计算公式为： 

Moran’s ( )( ) 2

1 1 1 1

n n n n

ij i j ij
i j i j

I w x x x x S w
= = = =

= − −∑∑ ∑∑                          (4) 

式中， ix 表示第 i 个地区数字经济与制造业融合发展水平， ijw 为领接空间权重矩阵。莫兰指数的取值范

围为−1 到 1 之间，值的正负表示空间的正负相关性，值的大小表示空间相关性的强弱，当其为 0 时，表

示空间呈随机性。其次，采用局部空间自相关进一步识别中国数字经济与制造业融合发展水平在省域间

的空间集聚态势，通常采用局部莫兰指数来度量，具体计算公式为： 

Moran’s ( ) ( ) 2

1

n

i ij i
j

i x x w x x SI
=

 = − − ∑                               (5) 

同时，可将局部莫兰指数计算结果绘制成包含四个象限莫兰散点图。每个象限代表不同的空间集聚

状态，具体说明如表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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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Types and descriptions of spatial agglomeration states 
表 3. 空间集聚状态类型及说明 

象限 集聚状态 具体说明 

第一象限 高–高集聚 该地区与周边地区的水平均较高 

第二象限 高–低集聚 该地区水平较高，周边地区水平较低 

第三象限 低–低集聚 该地区与周边地区水平均较低 

第四象限 低–高集聚 该地区自身水平较低，周边地区水平较高 

2.3.3. Dagum 基尼系数及其分解 
Dagum 基尼系数是按照子群的分解方式能够将样本的整体差异分解为区域内差异、区域间差异和超

变密度三个部分[25]。相较于传统的基尼系数及泰尔指数，该方法有效地解决了样本数据间存在的交叉重

叠问题，可更为准确地辨析区域差异的来源[26]。本文运用 Dagum 基尼系数及其分解方法，分析中国数

字经济与制造业融合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及差异贡献源，其具体公式如下： 

2

1 1 1 1
2

j hn nk k

ji hr
j h i r

G y y n Y
= = = =

= −∑∑∑∑                                 (6) 

式中，G 表示总体基尼系数，值的大小表明总体差距的大小。 jiy  ( hry )是 j(h)区域内某一省(市、区)的数

字经济与制造业融合发展水平，i、h 表示区域内省份个数，Y 代表各省市区数字经济与制造业融合发展

水平的均值，n 代表省份的个数，k 是区域的个数， jn  ( hn )是 j(h)地区的省份个数。 

2

1 1

1
2

j jn n

jj ji ir j
i r

G y y n
Y = =

= −∑∑                                   (7) 

1

k

w jj j j
j

G G p s
=

= ∑                                        (8) 

( )
1 1

j jn n

jh ji jr j h j h
j r

G y y n n Y Y
= =

= − +∑∑                                (9) 

( )
1

2 1

jk

nb jh j h h j jh
j h

G G p s p s D
−

= =

= +∑∑                                (10) 

( )( )
1

2 1
1

jk

t jh j h h j jh
j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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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11) 

总体基尼系数 G 可以分解为三个部分，即区域内的贡献率 wG 、区域间的贡献率 nbG 和超变密度的贡

献率 tG ，且三者之间的关系满足 w nb tG G G G= + + 。式(7)、式(8)分别表示 j 区域的基尼系数 jjG 和区域内

的贡献率 wG ；式(9)、式(10)分别表示 j、h 两区域间的基尼系数 jhG 和区域间的贡献率 nbG ；式(11)表示超

变密度的贡献率 tG 。其中， j jP n Y= ， j j js n Y nY= ； jhD 为 j、h 区域间数字经济与制造业融合发展水

平的相对影响，如公式(12)所示。其中， jhd 为 j、h 两区域间数字经济与制造业融合发展水平的差值，如

公式(13)所示； jhd 为超变一阶距，如公式(14)所示； jF  ( hF )为 j(h)地区的累积密度分布函数。 

jh jh
jh

jh jh

d p
D

d p
−

=
+

                                    (12) 

( ) ( ) ( )
0 0

d d
y

jh j hd F y y x F x
∞

= −∫ ∫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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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0 0

d d
y

jh h jp F y y x F x
∞

= −∫ ∫                                (14) 

2.3.4. 核密度估计 
核密度估计作为重要的非参数估计方法之一，是通过使用连续的密度曲线反映随机变量的分布特征。

假设随机变量 x 的密度函数为： 

( )
1

1 N
i

i

X xf x K
Nh h=

− =  
 

∑                                 (15) 

式中，N 表示观测值个数，h 表示带宽， ( )K ⋅ 表示核密度函数， iX 表示独立同分布的观测值，x 表示平

均值。在核函数选择方面，本文选择常见的高斯核函数对中国数字经济与制造业融合发展水平的分布动

态进行估计，具体公式如(16)所示。 

( )
21 exp

22
xk x

π
 

= − 
 

                                (16) 

3. 实证分析 

3.1. 中国数字经济与制造业融合发展水平的空间特征 

为探究中国数字经济与制造业融合发展的空间演变格局，本文从空间分异视角和空间关联视角识别

两者融合发展水平的空间特征。 

3.1.1. 空间分异特征分析 
基于测度结果，本文绘制了 2015~2020 年中国 31 个省市区数字经济与制造业融合等级空间分布图，

如表 4 所示。从均值上看，中国各省市区的融合发展水平地区差异较大，融合等级达到勉强协调及以上

的地区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包括北京、上海、浙江、江苏和广东，被包围区域的融合等级为轻度失调

和濒临失调，主要集中在环渤海、中部以及少部分西部地区，包括辽宁、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湖

北、湖南、陕西、四川和重庆等，而融合等级为中度失调的地区主要集中在西北、西南以及部分东北地

区，包括新疆、青海、甘肃、宁夏、内蒙古、黑龙江、吉林、山西、西藏、贵州、云南、广西等。但通

过对比可以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数字经济与制造业的融合发展水平整体上呈递增趋势，发展韧

性持续显现。 
具体来看，2015 年中国数字经济与制造业融合等级普遍偏低，呈由西向东低融合地区包围高融合地

区的空间分布格局，绝大部分省市区均处于濒临失调及以下等次，且东北和西部地区融合发展水平整体

中度失调，仅有北京、江苏和广东的融合等级达到勉强协调和初步协调。这一时期，与“互联网+”和“智

能制造”相关国家政策出台不久，加之各省市区落实推进相对滞后，中国数字经济与制造业融合发展正

在起步。到 2018 年，二者融合等级有所提升，空间分布由东南向西北递减。其中，上海和浙江的融合等

级由濒临失调上升为勉强协调，步入低水平融合阶段；四川和湖北由轻度失调转向濒临失调；重庆、云

南、广西和江西由中度失调转向轻度失调。这表明 2015~2018 年中国各省市区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助力

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政策实施成效显著，加快推进了数字经济与制造业的融合发展。至 2020 年，中国二者

融合等级的空间梯度分布特征显著，呈“东–中–西”递减态势，融合等级以轻度失调和濒临失调为主，

其中，轻度失调类主要分布于东北和西南地区，包括黑龙江、吉林、内蒙古、云南、贵州和广西等；濒

临失调类主要分布于中部内陆和少部分沿海地区，包括河北、河南、湖北、湖南、安徽、辽宁和福建等；

融合等级为中度失调的省区仅剩新疆、青海、甘肃、宁夏、西藏和海南。同时，勉强协调和初步协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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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包括北京、山东、江苏、上海、浙江和广东，由此可得，东部地区是中国数字经济与制造业融合发展

的代表区域，这与其优越的经济条件、充分的资源保障和扎实的产业基础密切相关。 
 
Table 4. Level distribution of digital economy and manufacturing integration in 31 provinces and cities of China 
表 4. 中国 31 个省市区数字经济与制造业融合等级分布表 

年份 
融合等级 

中度失调 轻度失调 濒临协调 勉强协调 初级协调 

2015 

重庆、云南、黑龙

江、内蒙古、海南、

江西、吉林、广西、

山西、贵州、甘肃、

新疆、西藏、宁夏、

青海 

四川、湖北、辽宁、

福建、天津、安徽、

河南、陕西、湖南、

河北 

浙江、上海、山东 北京、江苏 广东 

2018 

贵州、黑龙江、内

蒙古、山西、吉林、

甘肃、海南、新疆、

宁夏、青海、西藏 

河南、福建、安徽、

陕西、湖南、辽宁、

河北、重庆、天津、

江西、广西、云南 

山东、四川、湖北 江苏、浙江、 
上海、北京 广东 

2020 甘肃、新疆、海南、

宁夏、青海、西藏 

天津、重庆、江西、

广西、云南、贵州、

黑龙江、内蒙古、

吉林、山西 

四川、湖北、河南、

湖南、安徽、福建、

陕西、河北、辽宁 

浙江、北京、 
山东 上海、广东、江苏 

均值 

江西、广西、黑龙

江、内蒙古、贵州、

吉林、山西、海南、

甘肃、新疆、宁夏、

西藏、青海 

福建、河南、陕西、

安徽、辽宁、湖南、

河北、天津、重庆、

云南 

山东、四川、湖北 江苏、浙江、 
北京、上海 广东 

3.1.2. 空间关联特征分析 
本文基于 2015~2020 年中国数字经济与制造业融合发展水平的测度数据，计算其全局莫兰指数，其

值分别为 0.167、0.177、0.189、0.222、0.283 和 0.314，且均在 95%置信度水平下通过检验，表明中国数

字经济与制造融合发展水平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相关性，同时，从各年的全局莫兰指数可以看出，其空

间相关性呈逐渐增强趋势，说明中国数字经济与制造业融合发展的空间集聚态势不断增强，区域差异整

体上仍然较大。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测算了 2015~2020 年中国 31 个省市区的局部莫兰指数，因篇幅

限制仅展示 2015 年与 2020 年局部莫兰散点图，如图 1 所示。在考察期，中国 31 个省市区数字经济与制

造融合发展水平在空间上显现出正向相关性，且各年的空间分布特征有所差异，集聚状态主要以高–高

集聚与低–低集聚为主。高–高集聚区域主要分布在东部地区，包括上海、江苏、浙江和山东等，其中

上海、江苏和浙江 3 个省市数字经济与制造融合发展水平较高，对周边省份起到辐射带动作用，长三角

地区发展为优势区域。低–高集聚区域主要包括江西、广西和海南等，这些省区自身融合发展水平低，

且未能受到周边高融合发展水平省份的带动，空间差异分化明显。低–低集聚区域主要分布在东北和西

部地区，包括黑龙江、吉林、内蒙古、新疆、青海、甘肃、宁夏、西藏、贵州和云南等，尤其是西部大

部分省区各方面条件落后，数字经济与制造融合发展较为缓慢，且由于地理位置相邻，产业发展相似，

成为低融合发展水平集聚区。高–低集聚区域主要包括广东和四川等，这两个省份由于被低融合发展水

平省份包围，但辐射带动作用不明显，空间溢出效益影响程度低，形成极化效应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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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2015 年                                          (b) 2020 年 

Figure 1. Local Moran scatter plot 
图 1. 局部莫兰散点图 

3.2. 中国数字经济与制造业融合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 

为进一步分析中国数字经济与制造业融合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性，本文测度了 2015~2020 年全国及

四大区域数字经济与制造业融合发展水平的总体基尼系数、区域内基尼系数、区域间基尼系数及贡献率，

测度结果如表 5 所示。 
 
Table 5. Gini coefficient and contribution rate of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level of digital economy and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 the country and four regions 
表 5. 全国及四大区域数字经济与制造业融合发展水平的基尼系数及贡献率 

年份 全国 
区域间 

东部–中部 东部–西部 东部–东北 中部–西部 中部–东北 西部–东北 

2015 0.174 0.219 0.265 0.196 0.108 0.092 0.119 

2016 0.168 0.214 0.254 0.188 0.097 0.085 0.122 

2017 0.169 0.214 0.254 0.183 0.101 0.085 0.128 

2018 0.170 0.220 0.252 0.174 0.105 0.093 0.137 

2019 0.165 0.213 0.242 0.159 0.107 0.104 0.142 

2020 0.163 0.205 0.238 0.148 0.111 0.108 0.148 

均值 0.168 0.214 0.251 0.175 0.105 0.095 0.132 

年份 
区域内 贡献率(%) 

东部 中部 西部 东北 区域间 区域内 超变密度 

2015 0.152 0.085 0.097 0.076 70.097 20.585 9.318 

2016 0.142 0.062 0.102 0.082 69.066 20.889 10.046 

2017 0.143 0.059 0.111 0.079 67.629 21.281 11.091 

2018 0.142 0.061 0.122 0.072 65.457 21.693 12.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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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2019 0.131 0.062 0.125 0.076 64.666 21.658 13.676 

2020 0.125 0.060 0.133 0.073 64.370 21.975 13.655 

均值 0.139 0.065 0.115 0.076 66.881 21.347 11.773 

3.2.1. 总体及区域内差异分析 
2015~2020 年全国层面及四大区域数字经济与制造业融合发展水平区域差异的变化趋势如图 2(a)所

示。从全国层面来看，基尼系数分布在 0.16~0.18之间，在考察期由 0.174下降至 0.163，年均降幅为 1.34%，

说明中国数字经济与制造业融合发展水平存在一定的区域差异性，且区域差异总体呈现减缓态势，但进

程较为缓慢。 
从四大区域内部差异层面来看，东部地区数字经济与制造业融合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均值最大，且

呈逐年下降趋势，年均降幅为 3.72%。究其原因，东部地区如北京、上海以及广东等省市的数字经济与

制造业融合发展水平在全国已处于领跑者地位，而河北、海南等省份的融合发展水平相对较低，未能充

分吸收周边高融合发展水平省市的空间溢出效应，导致东部地区数字经济与制造业融合发展出现一定程

度上的断层，但同时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交通运输的便捷，东部地区各省市之间的交流合作日益增加，

促进了经济资源的流动和优化，加之产业集聚效应增强，区域内差异有所缩小。西部地区数字经济与制

造业融合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均值次之，且区域差异呈逐年上升趋势，年均增幅为 6.42%。其原因在于，

西部地区面积广阔，涵盖省份最多，且西部偏远地区大多数省份受到地理位置、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和

政策导向等多方面因素影响，数字经济和制造业融合发展水平相对较低，而位于西南地区的四川、重庆

等省市产业基础雄厚，加之近年来大力发展数字经济，融合发展水平较高，导致区域内差异不断扩大。

中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区域差异均值相对较小，其中，中部地区变化趋势在 2015 年~2016 年间呈大幅下降，

之后在 2016~2020 年间整体呈波动下降趋势，但下降较为缓慢，年均降幅仅为 0.56%；东北地区变化趋

势与之类似，在考察期年均降幅为 0.68%，表明中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区域内部各省份数字经济和制造

业融合发展水平相近，发展具有较好的协同性。 

3.2.2. 区域间差异分析 
2015~2020 年数字经济与制造业融合发展水平四大区域间的差异的演变特征如图 2(b)所示。从差异

程度来看，区域间数字经济与制造业融合发展水平差异格局显著，尤其是东部与其他区域间存在较大的

差异。从变化趋势来看，东部与其他区域间的差异程度整体呈下降趋势，其中东部与东北地区间的降幅

最大，年均降幅为 5.5%，说明东部与其他区域间的差异逐渐收敛。中部与西部地区间以及中部与东北地

区间呈波动上升趋势，但中部与西部地区间差异变化相对平稳，年均增幅仅为 0.78%。西部与东北地区

间呈现逐年上升态势，年均增幅为 4.45%，增幅较大。由此可见，西部与东北地区在大力发展数字经济，

推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方面，政策执行力度与成效不尽一致，需要进一步根据区域发展特点，制定更加

精准有效的政策措施。 

3.2.3. 区域差异来源及贡献 
2015~2020 年数字经济与制造业融合发展水平各分解项对总体区域差异的贡献率如图 3 所示。结合

表 2 可知，区域间差异是造成数字经济与制造业融合发展水平总体差异的主要成因，年均贡献率高达

66.88%，且呈现持续下降的变化态势；其次是区域内差异的贡献，年均贡献率为 21.35%，在考察期区域

内差异对总体分异程度的贡献率变动幅度较小；而超变密度年均贡献率最小，仅为 11.77%，其反映的是

在区域划分时，地区之间交叉重叠的存在对总体差距产生的影响贡献。对此，本研究认为需重点关注区

https://doi.org/10.12677/orf.2023.134395


郑硕硕 
 

 

DOI: 10.12677/orf.2023.134395 3940 运筹与模糊学 
 

域间的差异，因地制宜，精准施策，寻求促进区域数字经济与制造业融合发展的切实可行之路，继而更

好地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促进高质量发展。 
 

 
(a)                                                (b) 

Figure 2. The changing trend of Gini coefficient of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level of China’s digital economy and manu-
facturing industry 
图 2. 中国数字经济与制造业融合发展水平的基尼系数变动趋势 

 

 
Figure 3. The changing trend of Gini coefficient of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level of Chi-
na’s digital economy and manufacturing industry 
图 3. 中国数字经济与制造业融合发展水平区域差异的贡献率 

3.3. 中国数字经济与制造业融合水平的动态演进 

为探究各区域数字经济与制造业融合水平绝对差异变化的动态演进过程，本文运用 Kernel 密度估计

方法刻画了全国及四大区域的数字经济与制造业融合发展水平的分布特征，并从分布位置、分布形态、

分布延展性和波峰数量四个方面进行分析。其中，分布位置反映了数字经济与制造业融合水平的高低；

分布形态即主峰的高度和宽度反映了空间分布状态和地区差异大小；分布的延展性反映了数字经济与制

造业融合水平极高地区与其他地区的空间差异；波峰数量的形态反映了极化程度和极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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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全国 

 
(b) 东部                                          (c) 中部 

 
(d) 西部                                           (e) 东北 

Figure 4. Dynamic evolu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the integration level of digital economy and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 Chi-
na and the four major regions 
图 4. 中国及四大区域数字经济与制造业融合水平的动态演进分布 

3.3.1. 全国层面的 Kernel 密度分析 
2015~2020 年中国 31 个省市区的数字经济与制造业融合水平的动态演进分布如图 4(a)所示。从分布

位置来看，核密度曲线整体往右移动，表明中国数字经济与制造业融合水平在研究期间呈上升趋势，意

味着中国在推动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发展方面取得了坚实成效。从分布形态来看，核密度曲线主峰高度

呈现下降趋势，但幅度较小，且主峰宽度呈现小幅扩大的变化趋势，表明研究期间中国数字经济与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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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融合水平的分布状态趋于分散，绝对差异逐渐拉大。从分布的延展性来看，核密度曲线在研究期间一

直存在小幅的右拖尾，说明存在数字经济与制造融合极高的省份，且与低融合水平的省份低差距在不断

扩大。从波峰数量和形态来看，核密度曲线呈双峰分布，在主峰右侧存在较小的侧峰，且侧峰高度逐渐

上升，表明中国数字经济与制造业融合发展存在两极分化现象，极化趋势逐渐扩大。 

3.3.2. 四大区域的 Kernel 密度分析 
2015~2020 年东部地区的数字经济与制造业融合水平的动态演进分布如图 4(b)所示。从分布位置来

看，东部地区的核密度曲线逐渐往右移动，表明东部地区的数字经济与制造业融合水平呈上升趋势，与

全国的发展情景具有一致性。从分布形态来看，核密度曲线主峰高度先上升后下降，整体呈上升趋势，

主峰宽度逐渐扩宽，表明东部地区数字经济与制造业融合水平的分布状态趋于集中，绝对差异逐渐增大。

从分布的延展性来看，分布曲线在研究期间未存在明显的拖尾现象，表明东部地区融合水平极高省份与

尾部省份的差距不大。从波峰数量来看，分布曲线呈单峰分布，表明东部地区数字经济与制造业融合发

展无极化趋势。 
2015~2020 年中部地区的数字经济与制造业融合水平的动态演进分布如图 4(c)所示。从分布位置来看，

中部地区的核密度曲线整体向右移动，但移动幅度较小，表明中部的数字经济与制造业融合水平在研究

期间有小幅提升。从分布形态来看，核密度曲线主峰高度呈“波浪式”上升，主峰宽度逐渐收窄，表明

中部地区数字经济与制造业融合水平的分布状态呈集中趋势，且绝对差异缩小。从分布的延展性来看，

核密度曲线在研究期间存在明显的左拖尾，表明中部地区低融合水平的省份逐渐增多，与高融合水平省

份形成明显差距。从波峰数量和形态来看，核密度曲线呈双峰分布，在主峰左侧存在明显的侧峰，但侧

峰高度逐渐下降，表明中部地区数字经济与制造业融合发展的两极分化现象有所减缓。 
2015~2020 年西部地区的数字经济与制造业融合水平的动态演进分布如图 4(d)所示。从分布位置来

看，西部地区核密度曲线的移动趋势与东、中部地区相似，逐渐向右移动，表明西部地区的数字经济与

制造业融合水平在研究期间得到持续提升。从分布形态来看，核密度曲线主峰高度持续下降，主峰宽度

先收窄后扩宽，表明西部地区数字经济与制造业融合水平的分布状态呈分散趋势，绝对差异经历了先缩

小再扩大的变化过程。从分布的延展性来看，核密度曲线在研究期间存在右拖尾，表明西部地区各省份

间的数字经济与制造业融合水平差距正在扩大。从波峰数量来看，2015 年的核密度曲线呈由双峰分布，

在 2016 年后转变为单峰，表明西部地区的两极分化特征在整体上趋于弱化。 
2015~2020 年东北地区的数字经济与制造业融合水平的动态演进分布如图 4(e)所示。从分布位置来看，

东北地区核密度曲线先左移后右移，整体未出现显著变化，表明在研究期间东北地区的数字经济与制造

业融合水平未得到显著提升。从分布形态来看，核密度曲线主峰高度呈现“大幅上升–小幅下降–小幅

上升”的变化趋势，主峰宽度先收窄后略有扩宽，表明西部地区数字经济与制造业融合水平的分布状态

整体向“集聚”演变，绝对差异整体呈扩大趋势。从分布的延展性来看，核密度曲线的右拖尾明显，表

明东北地区高融合水平省份与低融合水平省份存在较大差距。从波峰数量来看，核密度曲线呈双峰分布，

且主峰和侧峰极为明显，表明东北地区的两极分化现象较为严重。 

4. 结论与建议 

4.1. 主要结论 

本文基于省际面板数据，采用耦合协调模型及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对中国 31 个省市区的数字经济与

制造业融合发展水平的空间格局展开全面分析，并借助 Dagum 基尼系数及分解和核密度估计揭示其区域

差异情况和动态演进规律。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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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空间特征方面，中国数字经济与制造业融合发展水平总体呈“高–中–低”空间分布格局，融

合等级较高的地区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以初步协调为主，而西部边疆地区的融合等级较低，属于中度

失调类，绝大部分省区处于轻度失调和濒临失调。此外，中国数字经济与制造融合发展水平呈现显著的

正向空间相关性，且空间集聚特征不断增强，主要以高–高集聚与低–低集聚状态为主。 
2) 在区域差异方面，中国数字经济与制造业融合发展水平的总体地区差异在考察期有所减缓。从区

域内部来看，东部与西部地区的区内差异显著，中部和东北地区的区内差异较小。区域间差异上，东部

与其他地区之间的差异最大，但呈下降趋势。此外，区域间差异是造成数字经济与制造业融合发展水平

总体地区差异的主要来源，其贡献率保持在 66%左右，而各地区间交叉重叠问题对总体地区差距的贡献

较小。 
3) 在动态演进方面，全国及四大区域的核密度曲线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右移趋势，说明中国数字经济

与制造业融合发展态势整体向好，但除东部地区外，各地区两极分化特征凸显，其中东北地区的极化现

象较为严重，中部与西部地区在考察期内趋于弱化。 

4.2. 对策建议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为优化数字经济与制造业融合发展的空间格局，推动区域协调发展，避免极化

程度加剧，本文提出如下对策建议： 
1) 强化东部地区数字经济与制造业融合先发优势，充分发挥引领示范作用与溢出效应。东部地区是

中国数字经济与制造业融合发展的主阵地，拥有良好的数字经济发展基础和产业生态环境，数字技术在

制造领域创新应用广，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深，因此要发挥好东部地区的示范、突破、带动作用，

加强区域间产业数字化领域的交流合作，以点带面辐射推动中西部及东北地区数字经济与制造业的深度

融合，为其提供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2) 加强中西部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筑牢数字经济与制造业融合发展底座。中西部地区要立足于

成本较低和资源禀赋丰富等优势，牢牢抓住“东数西算”工程的发展契机，着力建设工业互联网、5G、

数据中心、人工智能等新一代数字化基础设施，夯实融合发展的基础支撑。同时，国家应予以中西部地

区一定的政策倾斜，引导人才、技术、资本等融合发展要素向中西部地区聚集和渗透，推进制造业数字

化转型升级，为中西部地区数字经济与制造业融合发展注入活力。 
3) 加快推进东北地区数字化制造的应用和推广，提升数字经济与制造业融合发展水平。东北地区作

为中国重要的老工业基地，制造业门类全，基础优，但本文研究表明东北地区的融合发展水平较低且发

展缓慢。因此，东北地区要积极学习和借鉴东部地区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经验，加大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投入，优化融合发展环境，促进数字化技术在各类制造场景中的应用和推广，提升数字经济与制造业融

合发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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